
  2  1  129-49　2009 /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Vol. 2, No. 1, pp. 129-49, Spring 2009

台灣歷史中的加禮宛事件∗

根據傳統的歷史觀點，加禮宛事件往往被視為漢人開發過程中

的番害，因此，國家對於這種叛亂行為必須加以鎮壓。然而，從原

住民族的角度來看，面對外來殖民者的蠶食鯨吞，這是為了生存所

必須進行的抗爭。我們在此，先依據歷史學者對於加禮宛事件的研

究成果，來了解整個事件發生的來龍去脈。接著，我們從政治學的

族群政治著手，以少數族群認同政治化的概念架構，來檢視滿清政

府所採取的政策、以及加禮宛菁英所選擇的策略。

：加禮宛事件、台灣史、原住民族、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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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審查人甲對於歷史細節的指正、並提供相關的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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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歷史當中，政治衝突大致被分為「抗官民變」、以及「分

類械鬥」兩大類：前者是百姓對於統治者所發動的叛變、叛亂、還是變

亂，後者則是指族群之間的武力衝突，包括閩客之鬥、或是閩族內部的

漳泉之鬥。至於因為漢番之間的衝突而導致官方的鎮壓，一般稱為番害、

番變、還是番亂，其實是包括民變、以及械鬥兩個層面，尤其是前者甚

於後者。

發生在清治光緒 4 年（1878）的「加禮宛事件1」，又稱為「加禮宛

社之役2」。由原住民族的立場來看，面對外來殖民者的入侵行為，特別

是漢人墾殖者，如果彼此能相安無事、共榮共生，或許可以同意分享土

地資源；然而，由發現、征服、綏靖、開發、到同化的侵蝕過程，不管

是偷、騙、還是搶3，原住民族的空間一再遭受擠壓，如果選擇逆來順受，

終究要面臨在歷史消音的命運，因此，面對殖民者的滅絕戰爭，為了捍

衛自己的生存權利，不得不在軍事、政治、或是文化場域，伺機與漢人、

以及其背後的祖國進行殊死抗爭（見圖 1）4。

相對地，站在外來統治者（國家）的角度來看，在領土擴張的過程

中，不管是漢人、還是原住民的抗爭，都是不能被允許的叛國行為，尤

其是在外有帝國主義競爭台灣主權所有的情況下，勢必使用武力加以控

制；當這場邊疆戰役結束之後，蠻荒的邊地就頓時轉化為適合漢人居住

的內地。

                                                       
1 撒奇萊雅族稱為「達固部灣（Takoboan）事件」；也有人稱為「達固湖灣事件」。
2 「戰役」（battle、campaign）只是「戰爭」（war）的一部分。
3 由游耕易物經濟到農業貨幣經濟，不管是租賃、還是買賣，隨著土地的私有化、商業

化，熟番終究有田無租（陳秋坤，1997：6-10）。
4 參見施正鋒（2007：44-48、360-62）。



131

1

對於漢人在台灣的殖民／墾殖作為，我們往往賦與「開發／開墾／拓

墾」（settlement、reclamation）相當正面的意義，因為是在惡劣的天然環

境中開創新天地，當然是值得歌頌讚揚的行為；相對之下，在民主化的過

程當中，儘管轉型正義的呼聲甚囂塵上，不過，我們對於長久以來被歷史

靜音的原住民族，似乎仍然是保持視若無睹的態度，尤其是在弱肉強食的

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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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法則之下，彷彿這是對於戰敗者的最起碼懲罰。

在美國歷史的文獻當中，有所謂的「邊疆理論」（frontier thesis 5），

主張白人在北美洲開疆闢土的過程中，透過不斷地開發新的邊地，終於孕

育出美國人艱苦卓絕的民族性；當然，這是以白人墾殖者為自我中心所建

構的邊疆。如果說台灣是中國的邊陲，那麼，原住民的原鄉就是邊陲中的

邊陲。在台灣史的論述當中，則有中華民族擴展／移墾社會的內地化 vs. 移

民社會的土著化（ indigenization）／外來政權的本土化（naturalization）

的不同詮釋6；不過，兩者都是以漢人墾殖者為中心的架構，迄今還沒有「原

住民族化」（indigenization）的訴求，也就是以原住民族為中心來看台灣

的歷史。

到目前為止，有關原住民政治史的當代學術專門著作並不多見，歷史

學者藤井志津枝（2001）、翁佳音（2001）、以及溫振華（2007），地理

學者康培德（2005），人類學者王嵩山（2000）、以及 Shepherd（1995），

以及社會學者柯志明（2001）是少數的特例；其中，只有溫振華（2007：

116-17）特別論及加禮宛事件。真正對於加禮宛事件作深入探討的研究7，

應該是詹素娟（2000）、潘繼道（ 2001）、以及康培德等（2003）；另

外，康培德（1999）、蔡中涵等（2001）、陳明仁（2005）、潘繼道（ 2008）、

以及李宜憲（2008）在相關研究也有涉獵。

至於一般性的台灣史通論（見表 1），由 1970 年代一直到 1991 年為

止，論及加禮宛事件的有連橫（1977）、高賢治（1978）、林衡道（1990）、

以及程大學（1991）；楊碧川（1987：146）雖有原住民「反抗」、以及

官方「血腥鎮壓」等字眼，不過，並未真正涉獵加禮宛事件。反倒是進入

二十一世紀，雖然言論百花齊放、本土化呼聲朗朗上口，不過，不管是雨

                                                       
5 相關的理論、以及運用，見 Hofstadter 與 Lipset（1968）、Lamar 與 Thompson（1981）、

Miller 與 Steffen（1977）、以及 Wyman 與 Kroeber（1965）。參見林玉茹（2007：16）。
6 其實，還可以加上墾殖社會獨立建國的第三種看法；見施正鋒（2007：351）。
7 潘繼道（2001）的專書為其 1992 年碩士論文（東海大學學系）的改寫。另外，詹素娟

在 1999 年的博士論文（師範大學歷史學系）也有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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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　　　者 書　　　　　名 性質 稱　　呼 對　策

郭廷以（1975） 台灣史事概說

連橫（1977） 台灣通史 謀叛 加禮宛 討、剿

高賢治（1978） 台灣三百年史 加禮宛番 討伐

王育德（c. 1979） 苦悶的台灣

史明（1980） 台灣人四百史

黃大受（1982） 台灣史綱

楊碧川（1987） 台灣簡明史 反抗 鎮壓

林衡道（1990） 台灣史 加禮宛社之役 討伐

林再復（1990） 台灣開發史

程大學（1991） 台灣開發史 叛亂 加禮宛熟番 討伐

伊藤潔（1994） 台灣──四百年的歷史與展望

葉振輝（1995） 台灣開發史

周婉窈（1998） 台灣歷史圖說

吳密察（1998） 唐山過台灣的故事

薛化元（1999） 台灣開發史 抗清事件 平定

薛化元（2001） 台灣歷史

黃秀政等（2002） 台灣史

簡後聰（2002） 台灣史

李筱峰等（2003） 台灣史 反抗 加禮宛社之役

陳鴻圖（2004） 台灣史

洪麗完等（2006） 台灣史

戴寶村（2006） 台灣政治史 反抗 征剿

後春筍般的台灣史、還是台灣開發史，也只有李筱峰等（2003）對於加禮

宛事件作蜻蜓點水般的介紹，另外，薛化元（1999：63）也簡述移往花蓮

的噶瑪蘭人抗清被剿，間接提到加禮宛事件；至於戴寶村（2006：145），

雖然提及吳光亮征服阿棉、烏漏、以及納納社，不能算是直接探討加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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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8。

在這篇論文裡，我們把考察的重點放在加禮宛人，先將歸納歷史學界9

對於加禮宛事件為何發生的解釋，依據先前所建構的一個「概念架構」

（conceptual framework），來分析滿清政府的作為、以及加禮宛菁英的選擇。

就科學哲學而言，科學的進步有兩種10：比原來解釋更多的東西，或

是以比較簡潔的方式，來解釋同樣的東西；本文所嘗試進行的，是以不同

的途徑，在做後者的努力。在方法上而言，我們採取 Alexander George

（ 1979）所謂的  「有結構的聚焦式比較方法」（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來從事考察；也就是說，一般在著手個案研究之際，往往未

了想要完整交代政策制定的過程、因而作巨細靡遺的描繪，卻難免過於見

樹不見林（idiosyncratic），以至於無法做實證上的規律累積，進而妨礙未

來做縱貫的跨時間性比較、或是橫切的跨國性比較。為了避免上述的缺憾11，

我們將運用自己的概念架構，以強化因果關係的觀察。

我們根據詹素娟（2000）、潘繼道（2001、2008）、以及康培德等（2003）

歷史對於加禮宛事件的研究，加上康培德（1999）、蔡中涵等（2001）、

以及李宜憲（2008）等人對於大港口事件的探討，大致可以獲得加禮宛事

                                                       
8 值得一提的是，流亡海外獨派學者的台灣史通論，譬如王育德（c. 1979）、史明（1980）、

或是伊藤潔（1994），並未特別介紹加禮宛事件。
9 或者說是「站在歷史學者的肩上」。對於歷史學者提供爬梳的成果作為我們後續研究

的素材，我們當然是心存感激。
10  在科學哲學的範疇裡頭，所謂的「科學進步」（scientific progress），基本上是指認知

層面上的進步，也就是在知識的追尋上有所改進（improvement）（Niiniluoto, 2007: 3-
4）。根據 Eino Kaila 的相對簡潔（simplicity），也就是指解釋力量之於（除以）理論

結構的複雜度，有兩種進步的情形：（一）採取更簡潔的解釋；以及（二）比原先更

複雜的解釋，卻能解釋相對上更多的東西（Niiniluoto, 2007: 11; Stintonen, 2003）。
11 由於學科的專業不同，容或有規範上的差異。具體而言，社會科學／政治學關心的是

規律的觀察、以及解釋，至於史料的挖掘、詮釋、或是臧否（譬如奏摺的可信度），

這應該是歷史學家的領域，我們既無力判斷、也無心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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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發生的全貌，也就是到底什麼是因素導致事件的爆發。

潘繼道（2001：157-66）歸納日治、以及清治時代的文獻12，提出兩

種普遍為人接受的解釋。首先，伊能嘉矩（1991：418-19；1999：625-26）

認為13：漢人商人陳文禮未經許可，私自入墾加禮宛土地而被殺害，加上

清營哨官下令加禮宛人補償贖罪，禮宛人不僅不肯，反而殺害傳令兵，進

而結合撒奇萊雅族「反叛」。再來，他認為比較可信的說法，其實是依據

福建巡撫吳贊誠（1997）的奏摺14：加禮宛族人因為不滿土棍陳輝煌招搖

撞騙，憤而決定與撒奇萊雅族結盟「抗清」。

康培德等人（2003：56-57）把事件發生的因素分類為遠因（清兵買

米欺壓）、近因（凌辱婦女）、以及導火線（誅戮前來理論的族人），也

就是說，將重點放在典型的官逼民反。首先，他們認為，在先前有與清兵

合作經驗的情況下（頁 37-38），加禮宛人之所以被迫「反撫」，並非如

官方報告所推托的陳輝煌「從中挑釁」、或是「指營勒派」，而是官兵（營

勇）「買米口角」所致；因此，道地的「壓迫者」其實是清軍，而陳輝煌

不僅不是「同路人」、更不是「加害人」（頁 50-54）15。在這些因素的背

後，康培德等人（2003：53-56）認為真正的「結構性因素16／背景因素」，

其實是後山北路清兵糧食吃緊，另外，再加上臨時出現颱風這個無法掌控

的「偶然因素17」，海上運糧更加困難，終於必須「購買生番土產」。由

於上述因素「無一與土地有關」，也就是看不到「土地被侵佔」的證據，

他們駁斥伊能嘉矩的土地衝突說法，認為那是「無根的想像」（頁 54-56）。

                                                       
12 應該至少可以包括伊能嘉矩（1991、1999）、胡鐵花（1993）、羅大春（1997）、台

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97）、以及吳贊誠（1997）；特別是伊能嘉矩（1999）、羅大

春（1997）、以及吳贊誠（1997）。
13 見蔡中涵等人（2001：43）站在「史料優先性」的角度，對於《台灣蕃政志》的批判。
14 對於清朝官員奏摺可信度的質疑，見李宜憲（2008：71）。
15 蔡中涵等人（2001：33，注 52）甚至於認為陳輝煌是杜撰的，而陳文禮則為替罪羔羊。
16 康培德等人所謂的「結構性因素」，應該是指「非人」的因素，意思是說不是行為者

的主觀意願所能掌控者。至於我們先前所提的結構，是指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是

文化上的分配不公平。
17 或許是指不可預測、或是無法控制的「contingen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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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詹素娟（2000：11）卻認為，事件的癥結在於漢人與加禮宛人

的資源競爭，也就是「漢墾勢力對於加禮宛田園的覬覦，所造成的族群利

益衝突」。具體而言，加禮宛人原本期待可以合法取得已墾土地的所有權，

卻因來自宜蘭的墾首陳輝煌獲得福建陸路提督羅大春 18的信任而壟斷地

利，終於種下醞釀集體反抗的因子（頁 12-13）。

儘管我們臚列了上述所有可能獨立變數的清單，接下來，最大的挑戰

是如何決定這些相互競爭的解釋因素在相對上的重要性（potency）？如果

我們仿效 Campbell 等人（1976）為了解投票行為所設計的「漏斗狀因果

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依據事件發生之前的先後順序，可以歸納

為長期的結構性因素、中期的政治因素、以及短期的引爆因素。那麼，經

濟競爭、社會歧視、文化差異、以及歷史記憶，可以說是埋下彼此是否衝

突的關鍵；除非政府能克服這些結構性分歧，否則，齟齬是不可避免的。

再來，政治經濟情勢、策略性的合縱連橫／分而化之、或是溝通是否順暢，

左右的是戰術的選擇，也就是到底要採取強硬、或是柔軟的手段。最後，

有些因素雖是不可預測，卻能引爆事件的發生。在這些因素之外，也有一

些來自外部的因素，可能會給內部互動設下必須調適的框架。

我們先前曾經描述過一個「少數族群認同政治化」的概念架構19（圖

2）（施正鋒，1998：10-12），認為一個社會的多元族群現象（ethnic diversity），

未必會導致政治衝突、或是兵戎相見。其實，這個模型的獨立變數是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結構是否平等、以及被支配族群／少數族群的集體認

同是否被壓制，也就是少數族群是否覺得政治權力、經濟資源、社會地位、

或是文化認同的分配不公平，進而產生心理學所謂的由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造成沮喪，甚至於引發暴力行為（Feierabend & Feierabend,

1966）；至於政府的相關族群政策20、或是少數族群菁英的相對訴求21，則

                                                       
18

當時為「革職留任」；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19 基本上這是一個加上心理因素的理性選擇的模型；參見施正鋒（2004：35-41；2002）。
20 譬如用人、就業、或是福利分配。
21 譬如願意採取包容、分享、妥協、或是和解的態度；參見施正鋒（199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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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著中介變數的角色，也就是可能強化原本的族群齟齬、或是降低其原

有的張力。

2

参

在民族自決權尚未普及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排除獨立、或是分離的可

能選項，那麼，政府／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的對策22，可以用是否採取地域

式安排、以及是否包容文化差異兩個軸線來看23（圖 3）。假設政府傾向

                                                       
22

大體而言，國家的角色可以中立的裁判、族群化（偏向某個族群、認為國家屬於這個

族群）、以及具有相對自主性（譬如，積極推動多元文化主義）；參考施正鋒（2007：
189-90）

23 請參考施正鋒（1998：17-26）的完整說明。

共同血緣、

文化、或歷

史經驗

集體不滿、

相對剝奪

集體自我

認同產生

族群認同

的政治化

不平等結構

國家的少數

族群政策

民族自決權
少數族群

的訴求

現

實

期

待

建

構

動

員



2 1  (2009/ )138

於採取保持距離、以策安全的態度，也就是決定以地域性的安排來做居住

上的區隔，那麼，往正面的方向來看，「隔離」（separation、segregation）

可以說是在彼此之間劃一條鴻溝，不准任何一方跨過楚河漢界，因此，可

以算是對於原住民的保護；相對地，從負面來看，不管是海禁、還是山禁，

「封鎖」（quarantine 24）則是一種防範措施，一方面擔心番人出草傷人，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罪犯逃匿。

容 忍 差 異

是 否

是 隔  離 保留區
地

域

安

排
否 多元文化 同  化

3

然而，隨著時間推演，墾殖者往往會不顧禁令越界、或是要求政府開

放界線／重劃界線；不管是民先官後、還是兵前民後，當部落集體擁有的

埔地被視為「荒廢之地」之際，根據「無主之地」（vacant land）的原則，

他人可以前來開墾，邊地的界線勢必逐漸往內遷移，原住民族的居住空間

終究還是會逐漸萎縮。到頭來，即使墾殖政府不敢（或不願意）採取不人

道的滅族、驅逐出境手段、甚至於一筆塗銷界線，綿延不斷的傳統領域一

再被逼退讓，原住民原本以為可以保有的淨土，最後還是免不了只剩下區

塊狀的「保留區」（reservation）25。

                                                       
24 這是 Shepherd（1995）的用字。
25 其實，就國家整體來看，雖然隔離政策表面上好像是容忍化外之民的文化差異，不過，

既然彼此老死不相往來，與大量縮水的保留區對於原住民文化採取眼不見為淨的作法，

在實質上並沒有明顯的不同，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差別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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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如果墾殖政府想要打散原住民族的聚居，也就是希望彼此混

居，那麼，除非是接受多元文主義的現代國家，同化政策似乎是唯一的選

項，也就是說，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不會被主流社會接受。因此，除非自

願選擇接受墾殖者的支配性文化、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白化、或是漢

化的面貌來呈現集體自我，否則，就只有遭到排擠、歧視、甚至於迫害的

命運。

在清治初期，由於原住民人口多於漢人，治台政策的目標基本上是防

止內亂重於開發26，因此，除了一方面不准漢人侵犯熟番土地，另一方面

則封山劃界、禁止漢人越入生番地；前者的用意在於羈糜界內的熟番，後

者則對於界外的生番採取隔離政策（溫振華，2007：14）。到了十八世紀

末葉，由於無力遏止漢人、以及平埔族人（流埔）越界開發原住民土地，

禁不勝禁，既然木已成舟，清廷一再讓步，頂多只能採用「保留區政策」；

譬如說在蘭陽平原，針對噶瑪蘭族設置「加留餘埔」，允許大社擁有二里、

小社一里保留地（柯培元，1993：141-42；陳淑均，1993：31、33；溫振

華，2007：75）。

在「牡丹社事件」（1871-74）之後，面對他國對於台灣番地的主權

挑戰27，清廷改弦更張，對於後山採取沈葆楨的「開山撫番」政策，也就

是說，原住民政策的目標不再是單純為了防止「內亂」所做的治安性圍堵、

或是綏靖，而是必須針對潛在的「外患」進行邊防；那麼，如果說開山的

目的是為了進行撫番，而撫番是為了實施有效統治、讓生番地納入清國版

圖，終極目標則是確立後山的主權、屏障中國的海防（蔡中涵等，2001：

3-6；康培德等人，2003：30-35；溫振華，2007：100）。謝金鑾（1997：

93）就直言不諱：

……

                                                       
26 有關清廷的原住民（熟番）土地政策，見陳秋坤（1997）、柯志明（2001）、以及 Shepherd

（1995）。
27 在國際關係學裡頭，可以視為政府必須面對的「二階競賽」（two-leve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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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清廷開山撫番未必想要積極開發後山，然而，一旦修築番界道路，

下一個任務就是以軍事保護鼓勵漢人墾殖，也就是以「武裝殖民」來達到

「實際佔有」，終於有沈葆楨在同治 13 年（1875）初奏請開放海禁、山

禁（李宜憲，2008：4；潘繼道，2008：42、66-67）。官兵在當年進駐加

禮宛，儼然是傾巢而出的尖兵，沒多久，已經再沒有任何退路的加禮宛人，

終於被迫採取武裝抗暴；距離由蘭陽離鄉背井、登陸奇萊定居、到被迫遷

社離散，短短不到 40 年。

總之，清廷似乎認為，只要生番願意俯首稱臣、逐漸由化番變成熟番，

自然就不會有漢番衝突問題；因此，除了以軍事手段討伐不順服者，還必

須不斷招撫生番歸化、並且進一步實施同化政策（溫振華，2007：30-41）。

如果說軍事征服是直接暴力的話，尤其是處罰性的征服，那麼，原住民族

所遭受到的不公平待遇，可以說是一種結構性的暴力，至於同化政策，其

實就是文化性的暴力28。

就政策手段而言，不管是「恩威並重」、還是「胡蘿蔔與棍棒」，除

非原住民的軍事力量強大、或是內部已經形成有規模的政治結盟形態，否

則，在軍事優勢作為後盾之下，即使是循循善誘，墾殖政府的最終（宏觀）

目標不外取得原住民土地的主權。就不同階段的策略（微觀）而言，外來

統治者究竟要採取地域分治的隔離政策、混居之下的同化政策、還是介於

兩者之間的保留區政策，應該還是要決定於墾殖者的土地需求壓力。

就廣義的少數族群身分來看，原住民精英面對國家的侵犯，就光譜上

的安排而言，由最極端的尋求獨立建國，到另一個極端，也就是取得政權，

真正的選項不多29（圖 4）。一開頭，原住民可能會想辦法集體出走，希

                                                       
28 有關不同層次的和平概念，見施正鋒（2003）。
29 請參考 Hirschman（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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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重頭開始。如果舉族遷徙不成、又無法抵制源源不斷前來的墾殖人潮，

那麼，接受同化，努力變成文明、積極加入體制，或許還有被公平看待的

機會；當然，如果統治者階段性採取「以夷制夷」的策略，僥倖能維持短

暫的不對稱共生關係，原住民多少可以暫時在供人驅策中取得苟延殘喘。

4

最後，隱姓埋名、銷聲匿跡則是一種妥協。一方面，原住民在現實上

不可能脫離墾殖國家的掌控，又找不到可以阻擋墾殖者隨後前來的土地；

另一方面，在寡不敵眾的情況下，短期內不可能取得墾殖者的政權，卻又

不甘心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走向文化滅族的道路，那麼，集體自我

改頭換面，以加入其他原住民族的方式遁世，似乎是合理的抉擇。

不管是哪一個目標，戰爭是最不得已的手段，因為，一旦被擊潰，原

住民很可能就要面對集體滅亡的命運；然而，如果沒有武力抗爭的心理準

備，軟土深掘，勢必會當作羔羊一般，任人宰割。也因此，不管是心悅誠

服、還是虛與委蛇，原住民菁英必須在功能上採取合作與抗爭交叉運用的

策略，特別是面對大軍壓境的情勢下，部落間尚未形成對抗的共識、或是

完成軍事整合的準備，先禮後兵是必要的作法。

其實，加禮宛人領導者並非一開頭就選擇與清朝政府對抗，而是希望

能依據墾殖政府的規定，合法取得已墾土地的所有權。早在十八世紀後半

葉，吳沙帶領漢人前來蘭陽平原開墾；在十九世紀初，潘賢文也率領流番

（來自中部的熟番）進入。在漢人、流番、以及噶瑪蘭人的三角關係中，

獨
立
建
國

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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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政府對於是否開放禁墾，一直舉棋不定；面對外來者的「武裝侵墾」，

傳統土地漸次流失，噶瑪蘭人無力遏止，只好在 1810 年要求納入版圖、

尋求保護，卻已經回天乏術了（潘繼道，2001：85-93；康培德等人，2003：

28-30）30。

儘管如此，面對漢人墾殖者的蠶食鯨吞31，一些不願意接受漢人同化

的噶瑪蘭人，只好選擇在顛沛流離中自我流放，在清治道光 20 年32（1840）

左右前來後山的奇萊平原，重新建立家園，這就是加禮宛人（潘繼道，2001：

85-98；康培德等人，2003：28-30）。在羅大春進行北路開山之際，加禮

宛人曾經前來請照（1874），也就是要求官府承認已墾土地的所有權，而

官府「姑且允之」、也有「口頭上的善意回應」；隨後，因為沿路與太魯

閣族有短兵相接，羅大春一度打算招募加禮宛人來加以對抗，因此，彼此

在後山的試探性接觸，應該是有和好的開始（康培德等人，2003：37-38；

潘繼道，2008：75）。

然而，已經被視為熟番的加禮宛人，為何會在短時間內翻臉，轉而與

生番同仇敵愾，試圖「唆動七腳川」（1875）、以及「串通荳蘭、木瓜」

（1876）？甚至於在知悉大港口事件之後的官兵嚴懲後果，還要執意正式

發難與清廷對抗？根據康培德等人（2003：38-39）的說法，原本的少數

駐軍被善意解釋為前來「保護」加禮宛人的利益，然而，當清兵大舉進駐

之際，免不了要被視為「鎮壓」。不過，伊能嘉矩（1991：418）則指出，

早在光緒元年（1875），加禮宛人對於番界北路通過部落，已經有所不滿，

只不過，因為結盟的七腳川阿美族被清兵曉以大義，才暫時作罷，伺機再

圖起事，終於有加禮宛事件。

我們以為，加禮宛人試圖在漢人、以及生番之間的夾縫中生存，原先

對於前來後山的官府有所期待，也就是希望能以接受同化的熟番身分，或

                                                       
30 有關於清治時代的噶瑪蘭相關文獻，見陳淑均（1993）、丁曰健（1997）、柯培元（1993）、

以及姚瑩（1996）。
31 見史密（1997）有關獻地歸化與開墾之間的關係。
32 不過，詹素娟（1999：237）認為是在咸豐 3 年（1853），年代稍晚。



143

許可以與清兵建立軍事同盟的關係（或是僱傭兵）；當然，加禮宛人最終

的目的應該是期待官府眷顧，尤其是取得土地的所有權。然而，在噶瑪蘭

平原的集體記憶猶新，滿清統治者似乎對於漢人的信任遠多於加禮宛人，

也就是在兩者競爭之際，非我族類、其心必異，官府往往站在漢人這一邊。

吳贊誠（1997：11）明言開疆闢土就是為了移民墾殖：

羅大春（1997：38）也毫不掩飾招撫漢人開墾的打算：

既然漢人墾殖者免不了尾隨軍隊前來，土地開發的利益不能獲得確

保，當年出走重建的家園恐將再度流失，武裝抗爭成為唯一的選擇，剩下

來的考量，就是內部的整合、以及外部的結合。一旦與鄰近的撒奇萊雅族

取得結盟，內部的紛歧意見順勢壓制，就是武裝抗爭的時候。

從「漢人國家33」的角度來看，即使不是為了紓解人口壓力，「移民

實邊」是中國自從漢朝以來的「邊疆政策34」，也就是說，移殖漢人有經

濟、以及國防上的考量。清廷在台灣的開發，終究目標還是要確立主權的

歸屬，至於原住民族土地的取得，只是移植漢人墾殖所必須處理的課題。

從十八世紀開始，加禮宛人的祖先噶瑪蘭人，在蘭陽平原首度接觸漢

人，就走入土地流失的命運。一部分噶瑪蘭人不甘心放棄自己的集體認同，

                                                       
33 當然，這是一個自我矛盾的名詞，因為當時的統治者是滿洲人的王朝。
34 見蕭錚（1987：105）對於中國土地政策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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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出走的途徑，前往奇萊平原另起爐灶。

然而，從加禮宛人的立場來看，為何已經相當努力「扮演人」，包括

學習漢人的耕作方式，為何仍然不被信任？就建構的角度來看，或許自己

的漢化程度還不夠，永遠都無法形塑共同的集體認同？還是就原生的本質

而言，非我族類、其心必異，即使要假裝透徹「變成人」，也是永遠不可

能的？或許，就結構性而言，不管是番、是漢，有限資源的競爭，才是衝

突的根由，尤其是土地的開發與分配？既然無法阻擋漢人墾殖的人潮，武

力抗爭便成為最後的手段；至於放逐、割地，則是戰敗的代價。

「隱藏不等於消失」，噶瑪蘭青年木枝‧籠爻（1999：8）這樣說著。

果真，噶瑪蘭人終於在 2002 年，被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承認為原住民

的第十一族；原民會也在次年委託學者研究加禮宛事件（康培德等人，

2003）。對於定居奇萊平原的加禮宛人而言，他們終於可以登記噶瑪蘭人

的身分；然而，對於住在蘭陽的噶瑪蘭人，歷史正義依然在風中飄搖不定，

因為，政府迄今仍然頑固地拒絕承認他們的原住民族身分。

由歷史和解做出發35，如果說漢人披荊斬棘的過程值得歌頌讚揚，加

禮宛人捍衛家園，雖然是以卵擊石、螳臂當車，卻是可歌可泣，也應該獲

得國家的肯定，畢竟，這不是一個「漢人國家」。那麼，以「事件」來稱

呼這件抗爭，就顯得過於中性，這應該是原住民反殖民「戰爭」中的一個

「戰役」。至於被「正法」的加禮宛人領袖龜劉武歹、以及底歹洛洛，應

該是我們大家的英雄。

                                                       
35 由追求和平的角度來看（Rigby, 2001: 12），轉型正義包含需要真相（need for truth）、

追求正義（quest for justice）、以及渴望和解（desire for reconciliation）等三個面向；

我們可以這樣說，唯有真相才能有真正的正義、以及唯有正義才能有真正的和解，也

就是說，了解真相是伸張正義的必要條件、而伸張正義是達成和解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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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historical accounts, the Kalewan Battle is

generally deemed as barbarian rebellions in the process of Han

settlements that demand the state’s suppression.  From the Indigenous

Peoples’ persp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the resistance for their

own survival in the face of alien encroachments on their lands.  In this

study, we will begin with understanding of how this event has taken place

based on earlier accomplishments of historians.  We will then endeavor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oliticizing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elsewhere.  Our focuses will

on who the Manchuri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deal with the incident,

and how that Kalewan elites reacted to the state’s policy.

Keywords: Kalewan Battle, Taiwanese history, Indigenous Peoples,

resistance


